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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期 “治警事件”中的
舆论抗争始末析

吴琳琳

内容提要 日据时期的“治警事件”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被称为 “台湾政治史上
的里程碑”。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立足这一事件与当
时社会大环境如何互动，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现象。台湾民众唯一言论机关
《台湾民报》发挥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功能与御用报纸 《台湾日日新报》
进行舆论较量;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 “治警事件”被捕者互相呼
应，汇成共同力量。台湾民族运动人士所使用的舆论抗争武器，主要来自一战后民族
自决思潮、祖国反帝民族运动的思想方法以及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启蒙。“治警事件”
中的舆论斗争凸显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成为中

国现代史中反帝、反侵略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台湾 日据时期 治警事件 舆论抗争

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抗日运动一般以 1915 年的西来庵事件作为分界，前期是武
力反抗日本统治的时期，后期则是进入非武装政治运动阶段。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运
动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
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经法院定谳处死的起义群众达 866 人，武装抗日失败惨痛的
教训使台湾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认识到无法靠传统落后的武力和以现代化装备起

来的日本军队硬碰硬;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思潮日渐向世界各地蔓

延，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朝鲜的独立运动等如火如荼地进行，再加上当时日本正
处于 “大正民主”时期，民本主义蔚为思想主流，台湾殖民地当局自后藤新平以来
亦试图以怀柔治台; 这些都促使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其抵抗日本殖民统

治的方式由武力转变为采用文化启蒙与政治运动的各种非武装的抗争方式。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 1921 年起到 1934 年止，历时 14 年，其间向日本帝国

议会提出 15 回请愿，是日据时期最大、历时最久的非武装政治运动，意图突破 “总
督府”的专制统治，寻求在台湾建立具有特别立法权与预算权的议会。它是台湾民
众试图突破殖民地统治的困局而发起的一项自发性努力，在内涵上具有典型的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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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思想与争取政治权利为主旨的近代式政治运动的特征。［1］

1921 年和 1922 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在台湾引起巨大的震撼。
1922 年 8 月，台湾 “总督府”对请愿运动正式开始采取对策，请愿运动一时受到打
击。为此，大多数请愿运动参与者认为有进行政治结社的必要。［2］蔡培火与蒋渭水等
人决定成立以促进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为直接目标的团体———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
并于 1923 年 1 月 16 日，向台北市北警察署提出结社报备。1922 年 2 月 2 日，台湾
“总督府”以妨害安宁秩序为名，根据治安警察法禁止该社。蔡培火、蒋渭水等人
中，转而向东京早稻田警察署申请结社，获准，1923 年 2 月 21 日，台湾议会期成同
盟会正式成立。1923 年 12 月 16 日，台湾 “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全岛
同步逮捕、搜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达 99 人，这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第一次
大规模逮捕非武装抗日知识分子，史称 “治警事件”，即 “治安警察法违反事
件”。［3］在东京被认为合法的结社，在台湾则被视为违法，体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法
域的不同，政治味之浓烈，自不待言。
台北地方检察官长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理由，对蒋渭水等 18 人予以起诉。第一

审宣告被告全部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第二审除其中 5 人无罪外，其余 13 人被判
罪 (禁锢 7 人，罚金 6 人)，被告不服上诉，第三审被驳回维持原判决。
“治警事件”是日据时期首例 “政治案件”，［4］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将反对

“总督府”专制的政治运动推到最高点，被称为 “台湾政治史上的里程碑”，［5］“台
湾十年社会运动史的第一座山峰”。［6］“治警事件”亦被认为在台湾新闻及报纸发展
历史上，影响最大。［7］

目前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的文献都提到 “治警事件”，但专门对其进行研究
还相当匮乏，且已有研究的多集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治警事件”发展的
来龙去脉，如台湾蒋朝根编著的 《狮子狩与狮子吼: 治警事件 90 周年纪念专
刊》、台湾高日文的 《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台湾苏恒钦的 《治
警事件探讨》、大陆焦萍的 《“治警事件”: 日据时期首例 “政治案件”之研究》
等。然而，为何 “治警事件”能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 台湾民众唯一的言论机关
《台湾民报》在这次舆论抗争中如何发挥作用? 台湾民族运动者如何运用多种形
式的舆论抗争，以唤醒民心，凝聚民气?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与当时社会
的大环境有着什么样的互动? 目前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缺乏研究。而厘清这些问题，
可进一步认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殖民统治抗争的实质，在当前蔡英文当局刻意

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 50 年的历史，制造台独史观的背景下，亦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研究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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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警事件”起因及事件初期的信息封锁与反封锁

(一) 台湾 “总督府”发动 “治警事件”的原因
“台湾议会请愿出现之时，台湾人的人格于焉诞生。”［8］散处于各地不满殖民统
治的知识分子，群集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旗帜之下，形成共同战线: 在岛内

以文化协会为中心，在日本以新民会、台湾青年会为核心; 在祖国大陆，则由蔡惠
如等与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留学生互通声息; 从而形成台湾、东京、祖国大陆相
互呼应之势。
在殖民地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是 “总督府”为了顺利地统治台湾民众而进

行怀柔的主要对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让 “总督府”感到震惊的是其致力于怀
柔的 “本地资产阶级势力举起 (叛) 旗，与新兴知识阶级结合”。［9］“总督府”认为
“本运动至少是迈向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一个阶段，而其运动将继续到获得完全的殖民
地自治为止，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本运动被强调则民族意识将愈见旺盛，反抗
气氛将愈见旺盛，反抗气氛将愈形浓厚。”［10］因此，第一回请愿时，“总督”田健治
郎就明确表示 “台湾议会的设置，有违统治方针，如果强要，可谓叛逆”。［11］

台湾 “总督府”碍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是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虽然采用
施压、取缔、个别劝令、离间分化等各种手段欲将之打压与消弭，终究未能如愿。
1923 年 1 月 1 日，台湾 “总督府”将日本国内专门取缔思想运动的 “治安警察法”
引入台湾，为取缔台湾社会运动奠定法源基础，以便其对 “民族自决的信心坚决”，
且 “急进的过激分子，严加取缔”。［12］于 1923 年底制造 “治警事件”，显示其对台湾
民族运动，已由怀柔方针转向弹压方针。［13］

(二) 事件初期 “总督府”的信息封锁
“治警事件”是台湾 “总督府”警务局经过周密的计划与极度保密而发动的。
事件发生后，一切对外交通，莫论 (无论) 电话、电信，除官方以外，私人的通信
均被控制。街头巷尾以及公共场所，均有特务人员在监视。对于漏网的同志，也派
有特务人员跟踪。［14］台湾 “总督府”将此事件界定为 “台湾的内治独立阴谋团秘密
结社”，并对媒体下达两个半月的 “新闻箝口令”。［15］“过了一个多月，三部报纸连
载一字都没有”。［16］事后，日本国内的 《大阪每日新闻社》对此记述道: “对今春以
来进行中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关于这记事，不使写一行，偶然有内地新闻对于

本事件的记事或论及到 ‘总督’政治，‘总督’官宪乃过于郑重，一一将那记事割
去，绝对不欲使岛民得知事件的真相。”［17］

台湾 “总督府”处理 “治警事件”的方式让全台湾被不安与恐怖的气氛所弥
漫，“倾然全岛几为疑惑误解之空穴所包围，岛民之恐怖几乎达于极点。”［18］

(三) 信息突破和各界支援

为防止 “总督府”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叶荣钟突破日本特务层层的跟踪，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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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朝日新闻》驻台湾的蒲田特派员，“我要求蒲田将事情转告该社政治部部长神
田正雄，赶快将事件的详情报道出来”。［19］同时，运用管道寄出三封信到东京，“这
三封信是事件发生后，东京方面的同志最初接到的情报。在东京的同志接到消息，
马上开会讨论善后事宜，并向日本朝野呼吁，早日解除台湾 “总督府”的封锁措施，
结束黑暗的恐怖政治。一面蒲田特派员的通信，也由东京 《朝日新闻》刊载出来，
台湾 “总督府”也只好不为已甚，台湾的社会，渐次恢复政策的状态，人心也就日
趋安定了”。［20］

对于 《朝日新闻》的这个报道，以往的文献提到过，但缺乏详细报道内容。笔
者通过 “朝日新闻缩印版 (1897 － 1999)”数据库，查找到 《朝日新闻》于 1923 年
12 月 25 日刊发的日文报道 《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七十余名知识分子涉嫌违反治警法
被逮捕》，这应该就是叶荣钟所提到的那个报道，其全文如下:
本月 16 日上午 6 时在台湾全岛各地爆发的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其主谋蒋渭水、

蔡培火、陈逢源、蔡式谷等以下 70 余人被逮捕。同时警方对其住宅进行了严格
搜查。
被拘留者为: ……以上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

律师。他们分别被关押在台北警察练习所和台中某学校。被捕理由是，他们不满治
警法禁止结社的规定而发动了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违反了治警法。此案将于近期开
庭公开审判。(台北电报)［21］

这篇报道在标题即以 “知识分子”称呼 “治警事件”被捕人士，并强调 “以上
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律师”。显示被捕人士是当时
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而且在 《朝日新闻》所详细列举的被拘留者名单，有一大部
分是受日本教育、具备近代教养，且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日本政界、
学界所熟知，很难被当作 “土匪对待”。这篇报道让 “总督府”的大检举曝光。
东京留学生从叶荣钟信中获知大检举的消息后。1924 年 1 月 5 日，林呈禄等

16 人集会，针对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被拘捕事件，决定唤起广泛的舆论，扩大向
议会呼吁，具体的方法包括: 访问新闻杂志社、招待记者、访问自由法曹团、策动
议员在议会质询等，并决议各部门负责人。［22］清濑一郎 (简称清濑)、田川大吉郎
(简称田川) 两位议员在议会中提出 《关于组织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事实质询主旨
书》的书面质询，虽然因议会的解散未获结论，但也使 “治警事件”引发日本国
内关注。
由于 《朝日新闻》最早发表 “治警事件”报道、再加上平时同情台湾的日本中

央政要、东京台籍留学生和祖国大陆声援的共同努力，“治警事件”引发台湾岛内外
关注，突破 “总督府”的信息封锁。台湾官宪在压力下，法庭审判过程才得以公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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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民报》与御用报纸 《台湾日日新报》的舆论较量

《台湾日日新报》是 “日本官方在台最重要的言论工具”。［23］1911 年到 1937 年，
《台湾日日新报》实行的是日文版添加两页汉文版面的作法。

《台湾民报》由东京留学生创办的 《台湾青年》《台湾》发展而来，1923 年 4 月
15 日创刊。当时 “总督府”在台湾实行创办发行报刊许可 (批准) 制，剥夺台湾人
民自由创办发行报刊权利的背景下，《台湾民报》利用日本国内和台湾新闻管制程度
的不同，在东京印刷，发行范围除了台湾，也在日本国内及祖国大陆沿海流通。《台
湾民报》以 “创设民众的言论机关”［24］为使命，其主要干部蒋渭水、林呈禄等 13 人
都在 “治警事件”被告的 18 人当中，《台湾民报》因为主要干部被逮捕而于 1924 年
1 月号发刊后暂时停刊，直到 2 月复刊。
笔者通过关键词查询“《台湾民报》数据库”和“《台湾日日新报》 + 《汉文台

湾日日新报》”数据库，从 1923年 12 月 16 日 ( “治警事件”发生) 到 1925 年 12 月
31日关于“治警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 (1925 年 6 月 16 日 “治警事件”被捕者
石焕长最后一个出狱。为查询相对完整，笔者将查询时间延长到 1925 年 12 月 31 日)
《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相关的报道、评论、读者来信等共 58 篇，其中 37 篇为日文版、
21篇为中文版; 《台湾民报》相关的报道、评论、狱中文学、读者来信等共 117 篇，
并针对第一次公判和第二次公判发行两次公判号 (第一次公判号页数 26 页，第二次公
判号 22页，都超过以往《台湾民报》平均发行 16页左右的篇幅)。如表 1所示。
新闻报道的书写方式决定了事件被人认识的内涵，作为台湾民众唯一言论机关

的 《台湾民报》与御用报纸 《台湾日日新报》对于 “治警事件”以什么样的形式进
行呈现，体现了台湾民族运动人士与 “总督府”在 “治警事件”上的舆论较量。

表 1 《台湾民报》和《台湾日日新报》相关治警事件的报道、评论等

报道 编辑余话

入狱文学

(入狱日记、
入狱诗等)

评论

翻译日本国内

媒体评论、
翻译上告书

发行

公判号
读者投书 致读者

《台湾民报》 11 篇 8 篇 75 篇 11 篇 6 篇 2 次 1 篇 3 篇

《台湾日日新报》 51 篇 0 篇 0 篇 6 篇 0 篇 0 次 1 篇 0 篇

资料来源: 笔者通过关键词查询“《台湾民报》数据库”和“《台湾日日新报》 +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数据库整理
得出。

(一) 第一次公判前的舆论抗争

《台湾日日新报》对 “治警事件”的报道最早始于 1924 年 3 月 2 日，正是在这
一天，台湾检察机构发布预审决定、 “总督府”的 “新闻箝口令”解除。这一天
《台湾日日新报》发表 4 篇日文版报道和 1 篇中文版报道，分别是: 日文版 《策划本
岛内治独立的十四名嫌疑人被起诉 治安警察法矛头直指 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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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结社》(同样的内容中文版报道为 《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预审终结》)，日文
版 《到形成犯罪为止，同盟会成员的基本活动及其罪行》，这 3 篇主要从官方立场阐
述起诉理由，而且中日文版联合刊登预审决定的主文和理由，目的是让懂日文和懂

中文的读者都了解，以实现其威吓效果。日文版的 《他们并非勇士 只是一种思想上
的跟风 三好检察官谈》《法律问题暂且不论 政治思想问题上的其实十分重要 长尾辩
护律师谈》，通过访谈呼应官方观点。

1924 年 3 月 4 日和 3 月 5 日，《台湾日日新报》分别发表 《台湾议会与请愿运动
(上) 民族自决主义与本岛的实情》和 《台湾议会与请愿运动 (下) 首先要慢慢成为
有能力的国民》两篇日文版的评论，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界定为: “不是一场正
经的运动”，认为被检举的人是 “表面上这样提一提，背地里却挑拨民族感情，煽动
动乱倾向。……必须禁止，……法律必须发挥其威信”。并于 1924 年 4 月 10 日，在
中文版刊登 《一本岛民之告白》的所谓读者来信，夸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认为
“治警事件”是某团体煽动学生引起的，“惟是对与头脑如白纸之学生。加以种种之
煽动。不导之正。而诱之邪”。
《台湾民报》最早关于 “治警事件”的信息来自 1924 年 1 月 1 日刊登的 《贺来
长官访问记》，通报 “治警事件”日本官方的态度，其内容是 “在东京的林呈禄访
问贺来总务长官于东京，询问台湾此回关于 0000000000 之事件，长官答曰 ‘此回的
事件是我来京后的事，不尽明白，既是有检察官底的调查、问题在乎司法权之手、
现在还未得十分明白的报告了’”。根据上下文及当时新闻箝口令的背景推断，该报
道中的 “0000000000”应该指的是 “治警事件”。这一期的社论 《迎年词》，用 “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来鼓舞民众，“大家要鼓
舞新元气努力奋斗，才能达到人生光明的境地啦”。

1924 年 2 月 18 日，台湾杂志社决定停刊日文的 《台湾》杂志，全力经营 《台
湾民报》，［25］《台湾民报》更进一步加强对 “治警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
对于以 《台湾日日新报》为代表的御用报纸对被检举者的漫加批判，《台湾民

报》反驳道: “检举了数十位先觉者，然后其过了一个多月之间，三部报纸连载一字
都没有，……然后三月二日，检察局也发表其内容了。台湾报纸虽载得非常详细，
然因未及公判，故不得预料其结果如何、且漫加批判，待看其了局罢!”［26］

这一阶段正是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日本效法西欧，改行君主立宪，追求立宪、
法治、民主、参与等价值，日本媒体对于台湾 “总督府”制造 “治警事件”也有不
少批评。《台湾民报》及时进行翻译转载，借助日本国内的批判，凸显台湾 “总督
府”的冥顽不灵，亦是对御用报纸的有力回击，这一策略贯穿于整个 “治警事件”
始终。
《台湾民报》最早转载翻译的日本国内报道是 《大阪朝日新闻》1924 年 3 月 16
日刊登的 《台湾议会之起诉案件》。该文认为 “台湾议会请愿设置运动，决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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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政府’的叛逆者”，指责此次的检举是 “无理态度，是不贤明的措施”。1924
年 4 月 21 日 《台湾民报》转载翻译的 《大阪每日新闻》在社论 《台湾的自治热》
中强调: “‘总督府’如果信了依这样的检举，就能够绝减他们的特别议会设置运
动，其误解就可谓太甚了。吾们看这回的做法，视为倒注油于该运动的。”
《台湾民报》还大量刊登 “治警事件”主要被诉者在被拘留和服刑期间所创作
的狱中作品。1924 年 2 月 21 日刊登的第一篇文章表述 “策士同以归正，共扶人道复
奚疑”的心志。这些狱中文学展示被捕者服刑期间坚毅而淡定的心境，刻画出他们
家国民族之大爱，营造了全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动员

效果，反驳了 《台湾日日新报》对被诉者的抹黑。
为了能在 《台湾民报》上刊登，不被 “总督府”禁止发行，这些狱中文学尽量

写得能 “通过”的尺寸，所以也就不写许多隐情。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些狱中文学
被命令删减，或不得刊行。如蒋渭水的 《狱中日记》系列在 《台湾民报》的第 2 卷
第 12 号未被台湾 “总督府”允许刊出。蒋渭水的 《送王君入狱序》一文，被 “总
督府”当做不稳删去，成为 “断头断脚不具的东西”。［27］

(二) 第一次公判时的舆论抗争

“治警事件”第一次公判从 1924 年 7 月 25 日起至 8 月 7 日止，前后开过 9 次公
判庭。
三好检察官的求刑论告前后长达 6 小时，被认为 “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威吓宣

传文。”［28］通篇都在斥责被告等人反对内地延长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台湾日日新
闻》对此分别刊登 3 篇日文版和 1 篇中文版的报道，以标题的形式评价检察官 “总
结发言字字达人肺腑至诚至忠”，［29］突出其对被告的斥责 “被告只懂模仿甘地缺点之
愚蠢 宣告不满现在的统治者请离开台湾”。［30］

被告林幼春、林呈禄、陈逢源、蒋渭水与蔡培火作为代表进行法庭陈述。《台湾
日日新报》对此刊登 5 篇日文报道，3 篇中文报道。将被告定性为 “策划台湾独立
自治 轻举妄动的十八叛党”。［31］描述被告 “或翻预审之供述。或以官宪之报告为无
实。或谓打电脱同盟会。……被告之陈述颇怪”。［32］日文版的报道 《治警法违反案宣
判被告陈述中均带有逃避责任的言语废话连篇》 《治警法违反案宣判 面对法官的质
问，被告方陈述混乱，丑态百出》《治警法违反案宣判 蒋渭水因无视法庭之神圣 三
好检察官要求其退廷 (庭) 蒋渭水退缩》对被告进行贬低。
《台湾民报》作为旬刊，为弥补时效性较慢的缺点，于 1924 年 9 月 1 日发行公
判号。其社论 《正义与权力》由 《台湾民报》专务理事、“治警事件”被诉者林呈
禄执笔，写道: “史上既无阻止时势得住之势力，自知正义必无不收最后之胜利。”
显示被诉者无畏无惧的心境，鼓舞民心。
针对 《台湾日日新报》对被告法庭陈述的贬低，《台湾民报》此次公判号，在

导语上，即对被告的法庭答辩评述道: “各被告对裁判长的答辩，皆是滔滔不竭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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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扬、言语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气概了。”
与《台湾日日新报》偏颇有选择的报道相比，公判号详细记载了整个公判过程，强

调“以下全部是记者在公判庭见闻的”，采取的是客观报道的手法，而其原因在于“吾人
不幸居在聋子、哑子之地位，又事属刑事问题，不敢多辩是非黑白。只将形成事实记之，
惟望世人以公平、理智之眼光判断已而”。［33］一审公判号用 2. 33页的篇幅记录三好检察官
的论告，用 10页多的篇幅记录辩护人的辩论，用 8页多的篇幅记录被告的陈述，并用加
括号形容三好检察官“声音极厉，颜色凄怆”; 描述公判现场“无立锥的余地”。
对于三好检察官在论告中激动地说: “既不喜欢同化政策，此际宜离开台湾。”

《台湾民报》在公判号中，特别用 “。。。。。”提醒读者注意，同时发表蒋渭水所写的
《这句话非同小可!》的社论，指出 1922 年翻译简某说，“你大定若嫌税贵，尽可退
去台湾罢”，被当局免职。 “你是个堂堂的检察官长，敕任官，竟也敢说了这句话，
那责任自然要加倍了。”［34］对三好这句征服者口吻的殖民主义叫嚣进行了严厉批判。
(三) 第二次公判时的舆论抗争

第二审公判自 1924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9 日，开庭 3 次。
对于此次的法庭辩论，《台湾日日新报》强调，“面对伴野审判长针针见血的尖

锐质问 被告均苦于辩解”;［35］形容用三个半小时为被告辩护的律师清濑 “通过提高
音量来引起审判长注意大显身手”。［36］

《台湾民报》于 1924 年 11 月 11 日发行二审公判号，采用更多的字体变化、标
记符号 “…”“。。。。。”来凸显内容，并将有利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言论放大
处理。如对于林呈禄的供述，导语特意用大号字体突出其供述重点: “东京台湾议会
期成同盟会完全存在台湾议会请愿趣旨始终不变。”在 《清濑博士的辩论》报道中，
其导语写道: “(清濑) 为被告挥泪热辩激动听众、痛论帝国对殖民地的方针、释明
台湾议会的请愿是正当的要求。”报道用整段的大号字体来凸显清濑的主要观点。
对于第二次公判的结果， 《台湾日日新报》以统治者的观点报道判决刑期———

《治安警察法违反案件宣判有罪 首谋被判四个月监禁 次要嫌疑人监禁三个月并罚金
百元 五人被判无罪》，描述 “退庭的被告的悲哀; 无罪的欢喜”。［37］

《台湾民报》则在公判号 《治警事件第二审判决》报道中，描述 “被告等虽被
宣言有罪、其态度如平日、莞尔告人曰是仅上告之必要”，凸显被告的从容不惊。该
公判号的 《正义追悼会》报道，记述了东京留学生的反应: “时莫不与兴奋昂腾，
几乎涨满会场，众口皆曰、正义亡矣!”并在 《编辑余话》中加以评论: “夫欲谋我
台人多人之幸福与权利者、于牺牲之一途所不能免也、倘有蒙何等之迫害、而被告
等亦皆有深甚之觉悟也。”显示台湾民族运动人士深切感受到任何政治权利的争取与
获得，都必须付出牺牲与代价。
针对御用报纸在第一次、第二次公判中的歪曲报道，《台湾民报》与之对抗的逻

辑是揭露它们选择性地报道法庭辩论过程，立场不公允。如 1925 年 1 月 1 日刊登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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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的评论 《偏要饶舌什么?》，批驳御用报纸: “请你老实说来，那公判事件，对
于检察官的论告和求刑之言，第一审和第二审就刊得半句一句都未漏掉，那辩护士

和各被告的辩论、第一审没有刊出、第二审只刊出两三句。这可叫做公平吗? 叫做
完全刊出吗? ……咳! ‘牛面前弹琴’实在没有当用的。”
《台湾民报》还转载大阪每日新闻社、日本紫峰译神户区洛尼区留英文闻社、日
报时报英字纸等日本主流媒体的评论，来批判二审判决的不公，“台湾之高等法院因
欲帮助时代错误之政策有辱司法独立之名声矣”。［38］

(四) 三审判决后的舆论斗争

这一阶段，《台湾民报》和 《台湾日日新报》的交锋在 “治警事件”善后的评
论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5 年 2 月 20 日，第三审判决结果出来: 驳回上诉，维持第二审的原判决。
《台湾日日新报》于 1925 年 2 月 24 日发表日文版的 《治警法违反案的善后 以及关
于司法独立权问题》评论，站在 “总督府”的立场批判 “治警事件”被捕人员以及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此，《台湾民报》于 1925 年 3 月 11 日，发表评论 《谬论
纠正》，逐一对 《台湾日日新报》评论中的观点进行批驳。
《台湾日日新报》针对“治警事件”声称: “实在台湾于思想方面较朝鲜较为平稳无
事。……今日弄出这样的结果，是吾人之所以为憾的。”《台湾民报》反驳道: “真的，我
们也是很以为憾! 不过你们的遗憾和我们的是不同其种类的。你们以为台湾人是可以任
意压迫、任意剥夺，而台湾人又甘于奴隶生活、是奴隶模性的人类、所以不该有这样的
行动要求自治、平等无差别———而近年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你们引以为憾罢! 不然
他们受了刑罚不是你们所额手相庆的吗? 这还有什么遗憾!”凸显台湾民族意识的觉醒。
《台湾日日新报》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吾辈言论界
中人，对于这种运动欲把持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却指责，这是 “将到底办不到的
事情，籍请愿权之名来强请”。《台湾民报》直指这些御用文人的虚假和无知，批驳
道: “强请吗? 能不能自然有法律来解决，如何能强请? 我们读了这句可以判断这篇
文的作者是没有常识的、像你这样头脑石化的人、虽欲把持充分理解也不能，故不
但不声援，并且要极力妨害这种运动，这是必然的事。”
对于 《台湾日日新闻》认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若强要做这件事，其结果

必定要触着宪法，而犯帝国议会的权能”。《台湾民报》反驳道: “呵! 你们的前提
是 ‘强做’，然而在法治国下岂容强做? 我们必不强做，必以法律从事。所以一定不
会触着宪法，况堂堂的立法机关的帝国议会尚不敢认为违宪。试看这五六次的却下
理由都是 ‘尚早’而非 ‘违宪’。‘尚早’是承认将来有许可之一日。你一个小小的
新闻社何以敢说这是违宪?”有理有据地凸显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 “合法合
宪”的。
与之前反驳言论相比，这一次 《台湾民报》言辞更加激烈，显示经过 “治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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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台湾民报》的作风愈加大胆。
(五) “治警事件”对 《台湾民报》的影响
“治警事件”虽使台湾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身陷牢狱却激起了民众关心政治
的热潮，每次开庭都吸引了满堂关怀的民众。法庭辩论上，检辩双方针对日本殖
民地统治方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理由、有无违宪等主题，展开激烈辩论，
对台湾民众亦是生动的政治教育。在这过程中， 《台湾民报》发挥资讯传递、政
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让以往分散而弱势的民间抗日力量有了公开持久

的信息发布平台，汇聚形成与官方舆论对抗的力量，促进民众的觉醒。“诸公一片
献身社会之苦心，已足使吾同胞感激涕零，永铭肺腑矣……僕不才深愿附诸公之
骥尾。”［39］

尽管 《台湾民报》的报道经常受到 “总督府”干涉，如 “本报前号的编辑余
话，因说及这次的治警公判事件，招惹当局的忌讳，遂被割去一角。”［40］但其公判号
依旧收到读者热烈欢迎，“增印一万本之多通过后不费几日则行销完毕”。［41］

经过 “治警事件”的锻炼，《台湾民报》发展迅速，1925 年的新年特刊，页数
暴增至 96 页 (平时发行 16 页)，有 64 页广告，数百家商号刊登贺年广告。1925 年
7 月 12 日，《台湾民报》改为周刊，读者群从 1923 年创刊初期的二千多人，增长到
1925 年 8 月 26 日的 1 万人，其发行量与同期台湾三大御用报纸相差无几，具有 “登
高而呼，四山皆应”的效果。［42］正如因林呈禄入狱而继任 《台湾民报》总编辑的谢
春木所说: “由最高四个月的监禁，使四百万余同胞觉醒，…… 《台湾民报》得以
急速发展，很快祝贺发行一万份。由此看来，这是一次非常廉价的宣传。这次事件
是十年社会运动史的第一座山峰，越过了山峰，平原就自然地展现在面前了。”［43］

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 “治警事件”被捕者的互相声援

“治警事件”是西来庵事件以来，台湾政治社会运动者第一次受到共同的迫
害，台湾 “总督府”处理 “治警事件”的小题大做，使政治社会运动者变成英雄，
“一狱成名”，强化民气。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 《台湾民报》
被誉为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的三大主力，

［44］
分别在外交、民间和宣传

方面做努力。“治警事件”中，民族运动人士不仅运用 《台湾民报》与 “总督府”
进行舆论抗争，也积极通过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 “治警事件”
被捕者互相声援，汇成共同的力量，将台湾当时的政治文化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

潮。
“治警事件”议题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议题互相交织呼应，使民众的民族意
识不断被激发，为请愿运动凝聚更多民心。第五次请愿运动，蒋渭水、蔡培火两位
“未决囚”担任请愿委员赴东京请愿，在 《请愿理由书》中附上 《台湾官方对于请
愿人的压迫》，特别提到 “治警事件”: “拘禁者约五十名，检阅岛内通信，停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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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电报，使全岛化为黑暗世界……实对全岛有识阶级以未曾有的恐怖和激愤。兹观
其事件之发端，因大正十二年 (1923 年) 一月一日起，依据台湾同胞施行未赋予行
政裁判救济制度之治安警察法。”［45］此次请愿受到日本媒体、政界的瞩目，也进一步
让日本国内了解 “治警事件”真相。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台湾 “总督”专门从台湾
赶到日本，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蔡、蒋等人的非难不对。［46］

由御用绅士组成的公益会干部在 《台湾日日新报》社长井村大吉 (时任 “总督
府”通信局长，是新任 “总督”内田嘉吉的亲信) 的斡旋下，于 1924 年 6 月 27 日
举行 “有力者大会”，宣称请愿运动是少数人 “不满足于台湾文化现状，妄为空想
所驱”的作为，指责蒋渭水、蔡培火为 “破禁而触法者”。［47］意图阻扰请愿运动，向
新任内田嘉吉 “总督”交心。对此，1924 年 7 月 3 日，林献堂亲自指挥，与 “治警
事件”被检举者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和其他民族运动人士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
一起举行 “全岛无力者大会”，发表 《全岛无力者大会宣扬书》，决议: “吾人为维
护吾人之自由与权利，期撲减诸如捏造舆论、蹂躏正义、自称全岛有力者大会之怪
物。”［48］“无力者大会”数千人参加，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挞伐，不但使
“有力者大会”烟消云散，也使台湾公益会无疾而终，有力地声援了请愿运动以及
“治警事件”被诉者，振奋了人心，签署人数由第四次请愿的 71 名 (当时 “治警事
件”刚发生，主要干部纷纷被捕) 回升至第五次请愿的 233 人。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合法性得到了普遍确认，不再

被随意指为违宪，也使更多台湾民众加入请愿队伍。第六次请愿人数增至 782 名
(正值 “治警事件”二审宣判结果出来，被告不服上诉之际，原本蛰伏的林献堂再
次领导请愿运动)，第七次请愿人数增长至 1990 人。( “治警事件”被捕出狱者蔡培
火、陈逢源等担任此次请愿代表)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成为台湾民众籍以宣泄其民族
情感的一股洪流。
“治警事件”也使得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渐趋高潮。1921 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
会以 “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宗旨，不仅在各地开设读报社，也开办各种讲习会、
夏季学校、文化演讲、文化演剧等，其中演讲会是其最重视的活动。在当时的台湾，
由于 “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民众的知识程度较低，文化协会以演讲会作为联结、
动员群众的主要方法，用面对面口语传播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新思潮。演讲会最常利
用的场地是各地的妈祖宫、天公庙、圣宫庙等广场，以及戏园、舞台或是公会堂等
民众日常聚集使用的公共空间，便于人们共同交谈与行动，各种阶级与身份，得以

自由进出往来，得到普通民众的热切参与。
“治警事件”发生后，台湾文化协会更积极地开展巡回演讲，如表 2 所示。讲演
内容也更为尖锐，直接攻击 “总督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废除恶法、废除保甲制度、
社会改造等。



台湾日据时期“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始末析

116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表 2 1923 年 － 1926 年台湾文化协会演讲情况

1923 年 1924 年 1925 年 1926 年

演讲次数 36 132 315 315

解散处分次数 5 12 7 35

辩护士人数 214 432 1165 1180

中止处分次数 19 36 64 157

听众总人数 21086 44050 117880 112965

资料来源: 叶荣钟: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 (下)》，台湾: 晨星出版社，第 351 页。

“治警事件”18 名被告皆是文化协会干部，他们的被检举激发民众去听演讲以
为行动后援。“治警法违反嫌疑事件，因判决为有罪，一般民众大受其刺激，各地方
致书来社 (台北支局)、聘出张 (出差) 讲演，每日数通。”［49］文化演讲带动了民众
对政治生活的另一种参与，民众也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交通不便的山地甚至抬轿
迎送，用打鼓吹做先导，宛然如请妈祖的情形。”［50］二审判决结果出来后，蒋渭水、
王敏川、蔡惠如演讲时 “听者三四百名皆不畏炎威烈日，过午后犹不忍散，至闭会
始归，其热心之态度洵令人感佩焉”。［51］

《台湾民报》亦及时报道评论请愿运动和文化协会的演讲，产生 “扩散效应”，
形成对 “治警事件”被捕者有力的声援。“总督府”原本想通过 “治警事件”压制
民族运动，不但未达目的，反而唤起了民众的民族自觉，被捕的民族运动人士被视

为 “英雄偶像”，出狱时 “各商家住家、一齐放起爆竹”。［52］更重要的是，这些民族
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已克服了对官宪压力的恐惧，在出狱之后抗日作风更为大胆和积

极，再加上民气高涨的配合，遂使抗日运动在 “治警事件”后，进入一个普遍化、
行动化、更广泛群众参与的新阶段。

四、“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社会大环境的互动

(一)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一战后的民族自决思潮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殖民帝国内部弱点纷纷暴露，为了得到殖民地的支

持，往往以战后自治权相许，到了大战末期，各殖民地一致要求英、法等国实现诺
言，反侵略、反帝国主义的呼声相继而起。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原则，
其中的民族自决的主张更促成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民族自决运动风起

云涌。这种思潮也强烈冲击着台湾民众的心灵，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学生:
“凡具有新鲜的感触和思想活跃的人，对于这次的欧洲大战，必把他过去的信仰希
望，起个新陈代谢……回顾我们的台湾，虽是海绝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
难道无一点刺激? 况且我们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积弱既久，兼之治于强权之下，

凡有人类应享的自由幸福，都为一种高气压似的制度压下去，所以对这样世界的大

变动，好像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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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53］正是在这样 “反抗的暗示”的鼓舞下，台湾民族运动人士要求自治的意识高
涨，开展了各项民族运动。
“治警事件”的亲历者蔡培火、［54］叶荣钟［55］等在其回忆中，都一再强调大战后
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他们的影响。台湾民众在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
亦处处可见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如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里以法国统治
阿尔及利亚、德国合并法属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俄罗斯同化乌克兰、英国统治爱
尔兰等例子来说明高压手段实行同化政策的结果，小则引起反抗，大则刺激独立意

志，稳健的自治统治政策方为可行之道。［56］以先进国的殖民经验来否认日本在台湾
实行同化政策的可行性。“治警事件”法庭辩论中，林呈禄指出，国际联盟规定第二
十二条规定， “对还未得自立的人民要图该人民的福祉和发达，才是文明 (国家)
的神圣使命”，特别强调: “日本是为世界的文明国家，因要提高其地位，须排斥这
样非文明的专制政治不可。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统治的大精神，就是要达文明国
的神圣使命。”像日本官宪这样因方便就采用内地延长主义，不方便之时就主张特别
统治主义，这是不诚意的政治。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对向来的统治方针没有革新的打
算，“就没有资格加入领有殖民地文明国家之列”。［57］其论述中强烈暗示，作为文明
后进国的日本，应该以文明先进国为师，顺应一战后民族自治主义的国际潮流，才

有资格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
由此可见，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将他们所吸收的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加以应用进行

攻防，作为舆论斗争的有利武器，来检视日本的殖民主义，暴露日本在台湾统治的

蛮横与虚伪本质，更显有理有据，台湾民众所进行的包括 “治警事件”舆论抗争在
内的各项民族运动亦成为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运动的重要一环。
(二)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大正民主
一次大战后的日本国内正值政党政治、普选运动、民本主义声势大振的所谓 “大

正民主”时期，日本走上实质上的近代型立宪君主制。大正民主虽然未能成熟到使日
本摆脱军国主义思想，却也提供一定的养分，给予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知识分子自由民

主思想的启蒙，出现了一批同情台湾的日本知识分子，并迫使 “总督府”在制造 “治
警事件”时失去武力镇压的正当性，从而为民族运动人士舆论抗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非武装抗日采取的是 “间接牵制主义”行动模式，这主要

来自 1907 年祖国政治家梁启超对林献堂的忠告: “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
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58］“厚结日本中央显要，以牵制 “总督府”对台
胞的苛政，进而取得参政权以影响日人的政策，伺机达到回归祖国的目的。”［59］1913
年与孙中山同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的戴季陶亦对台湾民族运动领导人提出类似的忠

告。［60］“治警事件”舆论斗争中，民族运动人士采用 “间接牵制主义”行动模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借用日本国内的主流论述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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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里，开篇就写道，“谨按 ‘大日本帝国’立宪法治国”，
提出 “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付与施行台湾之特别法律及台湾预算之协赞权”。［61］他们
以立宪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作为设置台湾议会的重要理由之一，诉诸大正民主时期

有关立宪政治、殖民地自治论、文明殖民论、人道主义等主流论述，行使的是宪法
所赋予的请愿权，这使得 “总督府”因强制使用 “治安警察法”来制造 “治警事
件”陷入了理论上的被动和道德上的破产，为舆论抗争奠定基础。
其次，以夷 (日本人) 制夷 (在台日人) 的策略，诉诸日本国内朝野以博取同

情，结交日本国内自由开明人士，以牵制 “总督府”。如神田正雄最早在 《朝日新
闻》刊登 “治警事件”消息; 日本众议院的清濑、日本贵族院的渡边畅，长尾景德
直接赴台为被检举者辩护; 日本法曹界领袖、众议院议员花井卓藏为被检举者单独
提出上告书等，这些不仅为被告与台湾民众带来极大鼓舞，也增加了 “治警事件”
在日本国内的关注度，给予 “总督府”较大舆论压力。
第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庭辩论。民主主义研究学者 Anderson 指出，殖民

地知识分子因受到殖民母国近代化文化的启蒙与洗礼而起来反抗。［62］在 “治警事件”
的法庭陈述中，这些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善于借助日本国内殖民政

策学者的主张，强化议会运动的理论根据，屡屡援引日本国内政界、学界、舆论界
的支持言论，抵挡反对阻力，把日本国内所获得的所谓近代化知识理论当作武器，

攻击台湾 “总督”的特别统治，不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也必须看到，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对内施行立宪思想，对外施行帝国主义，

其国内开明人士对 “治警事件”被诉者的支持，是以日本帝国整体利益特别是殖民
地利益为考量的。
以 “治警事件”表现突出的神田正雄为例。他是大日本主义者，他在 “治警事

件”中愿意为台湾说话的原因主要是认为: “日本的海外发展主要就是透过殖民扩
张。……为使日本民族生存与繁荣的远大理想能够实现，先要努力于殖民地与内地
关系的融合。”［63］然而，神田正雄也明白表示，他是把台湾议会当作主义而赞成的
人，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希望马上就要实现，而相信先将地方自治具体化实行是比较

聪明的做法，主张渐进主义。［64］也就是说，神田正雄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支
持是服从于日本对台湾长久殖民统治的目标。
“治警事件”中为被诉者辩护的日籍律师们的基本立场亦是维护日本的殖民利
益。例如，辩护律师清濑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是位极端矛盾性的政治人物。他在日
本战前是自由主义派议员，在 “治警事件”中基于自由主义，力陈台湾人请愿运动
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但他还是坚持维护日本殖民主义的立场，将朝鲜的民族独立运

动视为 “阴谋”。［65］日本战败后，清濑在东京大审判中担任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并
在担任众议院长时强制表决通过 1960 年代的日美安保条约。另一个辩护律师渡边也
一样，他同情殖民地台湾，却否定朝鲜的独立运动，表示: “朝鲜人民只要了解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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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者，应该对我们感激涕零才是，然而今日或高呼独立，或要求民族，真不知究

竟是什么意思?”［66］换言之，无论是清濑或渡边，都容忍 “合法”的殖民地民族运
动，而否定 “不合法”的民族自决或独立运动。
因此，台湾民族运动者这种寻求 “民主派殖民者”协助，进行体制内抗争的路

线，先天上便存在不足，处于被动的危险。因为法律与制度是殖民者所控制的，遵
循着殖民者所订定的游戏规则来与之周旋，殖民地人民如翁中之鳖，生杀予夺，操

之于人。而这种路线的代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 15 次的请愿过程中，遭众议
院否决 7 次，贵族院否决 8 次，逐渐式微，本身也开始分裂。
(三) “治警事件”舆论斗争所凸显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在台湾民众与日本殖民统治者抗争的同时，祖国大陆在 “次殖民”的悲惨与混

乱之中，民族主义逐渐成长，中国人自己发动的革命正在进行。两岸的同根性，所
处命运的共同性，决定了祖国大陆革命引起的波动，会对台湾抗日运动的展开方式

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蔡惠如等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多次往返于祖国大陆和台

湾之间，传递两岸民族运动的信息，推动两岸民众之间互相声援鼓气。“治警事件”
中的舆论斗争，凸显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祖国大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浪潮提供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借镜。在思考如何

普及文化以扩大运动群众基础的问题上，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借鉴了祖国大陆五四新

文化运动提倡和普及白话文的经验，创刊号即用白话文，强调 “专用平易的汉文、
满载民众的智识”。［67］并且设立台湾白话文研究会推动白话文。“民族主义的新中产
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的懂的语

言来写才行。”［68］“治警事件”中，《台湾民报》能够成功地与 “总督府”进行舆论
抗争，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并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与白话文的广泛运用密不可

分，白话文成为台湾民族运动最重要的书写媒介。《台湾民报》广泛采用白话文，不
仅可以更好地启蒙民众，与祖国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也能有效的抵制 “总督
府”废除汉文的政策，保卫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
“治警事件”被诉者蔡培火表示: “纵观在此二十年的运动过程中 (1914 － 1934
年)，台湾同胞对日本人争取自由民权、范围广阔、名目繁多，就中有两种欲求最为
热切，争取最有力，用心最苦。其一是对祖国眷念的心情，其二是对同胞进步的愿
望。”［69］台湾史研究学者尹章义亦断言: “若不了解日据时期台湾的祖国意识，就无
法了解民族运动本质。”［70］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在 “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洋溢着民
族主义情操。如 《台湾议会请愿理由》反复强调台湾汉族是 “有历史的民众”，其
“特殊民情”不应被抹杀。［71］台湾文化协会时常宣传的要旨为: “汉民族是保有五千
年光荣文化之先进文明人，不该屈服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72］

《台湾民报》亦积极唤起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创刊词上明确表示，台湾民
众是“堂堂的黄帝子孙。”［73］《台湾民报》创刊后对中华文化的介绍、祖国新文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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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介绍与响应，祖国概况的报道与讨论等均不遗余力。［74］《台湾民报》“治警事件”
公判号详细记载被诉人士的法庭抗辩，这些言语充满了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正气。
如蒋渭水强调: “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
的事实。”［75］陈逢源表示: “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反抗心。所以若视汉民族
如视琉球那般没有文化和历史的民族一样就错了。”［76］在 “治警事件”的报道、评论
中，《台湾民报》屡屡出现“我华民”“我中华民族之台湾人”等字眼，所刊登的被捕
人士用中国古诗词改写的入狱诗，传递着他们浓厚的家国情怀。“印刷资本主义对想象共
同体具有无比的重要性。”［77］经由《台湾民报》的舆论动员，台湾民族运动人士与一般民
众之间，形成一个以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为基础，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想象共同体”。
“总督府”警务局感慨台湾民众 “民族意识牢不可破”，认为台湾民族运动人士

“多数人以支那的观念为行动中心”，将他们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对支那的将来抱
持很大的嘱望。……因此民族意识很强烈，常时追慕支那，闭口就强调支那四千年
文化鼓励民族的自负心; 另外一种是对支那的将来没有多大的期待，重视本岛人的

独立生存。……然而，即使这些人也只是对支那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
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将回复如前者的见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蒋渭水、蔡
惠如、王敏川等，而属于后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禄为主。”［78］这段分析表明，无论
是 “祖国派”还是 “自治主义派”都是以中华民族意识为基础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的。正如 “治警事件”亲历者叶荣钟所说: “台湾民族运动的目的在于脱离日本的
羁绊，以复归祖国怀抱为共同的愿望，殆无议论余地。”［79］

尽管有些台湾研究者认为，在日据时代已逐渐形成 “台湾意识”，甚至有 “台
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80］然而，日据时期的 “台湾意识”是相对于 “日本意
识”而言，“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另一面意义是在表示 “台湾不是日本人的台
湾”。因此，当时的台湾意识，不但未排斥 “中国意识”，反而以 “中国意识”为内
涵。“在这种 ‘台湾意识’与 ‘中国意识’结合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意识’成为界
定 ‘台湾意识’的性质。”［81］台湾的抗日运动不仅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也是
台湾同胞认同祖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不仅台湾民众心心念着祖国，祖国亦关注 “治警事件”，并进行舆论声援。
“治警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的台湾尚志
社同仁分别于 1924 年元旦、1924 年 1 月 12 日、1924 年 1 月 30 日召开大会，或发表
宣言，或做成决议书，反对 “总督府”的无理暴虐行为。 《华北台湾人大会宣
言———为 “台湾民选议会情愿团”被拘禁而鸣》写道: “华北台湾人大会已全体决
议，以实力支援贫弱稚嫩的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及期成同盟，务使诸位先锋能够进行

猛烈、暴动的大众运动。”［82］上海的台湾青年会将“吾人认为此次台湾当局拘禁台湾议
会请愿者六十余名为不当”的决议文附以趣意书，寄发给总理大臣等人。［83］厦门的台
湾尚志社同仁做成“反对历代台湾‘总督’之压迫政策! 反对台湾 ‘总督府’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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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者之非法拘留”。［84］的决议书，分发于台湾岛内、祖国各地及东京的关系同志等。
“治警事件”二审判决大部分被告有罪之后，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杂志

《共鸣》发表激昂的评论: “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多位委员已被宣告徒刑。……台湾
同胞，觉醒吧! 以诸位的血泪、换取诸位的自由吧。中华同胞，觉醒吧，觉醒吧!
勿为日人离间之计所欺矇。”［85］

祖国大陆媒体亦关注“治警事件”，“中国诸大新闻前后数回皆报道，其消息很详细，
同情的评论也是多的”。［86］如 1925年 3月 11日，《上海新闻》《民国日报》分别刊登《台
湾自治运动失败运动者下狱之由来及真像》《日政府对台湾民众运动之高压》的报道，内
容均来自“台湾特别通讯”，描述被捕者入狱情形以及该事件来龙去脉，并评价: “夫以
第三者之观察，该会之行为及经过，由事实法理两论，均不见其有构成犯罪理由。”［87］

对于祖国大陆的支持，《台湾民报》亦积极多次给予报道，让台湾民众知道他们并非
孤军作战。“自‘台议’事件发生之后，反动了住华同胞的义愤，前会接及上海、厦门学
界的宣言书、最近又接北京华北台人大会的宣言，句句情热，令人悲痛扼腕。”［88］

祖国大陆这些支持 “治警事件”被捕者的公开宣言以及报道，频繁出现在台湾
和东京都不可能发表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的激烈抨击，以此提高支持被检

举者的声势，将祖国大陆反帝民族运动的激情传递给了台湾，凸显两岸血浓于水、
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五、结语

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政治运动在内涵上具有近代政治运动的特质———以争取政
治权力为运动的首要目标，在精神上固守民族情操，因此可说是属于近代民族运动

的脉流。［89］“治警事件”之所以成为台湾非武装斗争政治运动的顶峰，其贡献不在
于政治目标的获取，或是统治者的具体让步，而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向殖民者抗

争的精神，锲而不舍地争取台湾人的权利，一再凸显台湾人所处的被压迫处境，进

而唤起被殖民者的觉醒与反抗。在这过程中，《台湾民报》成为这一抗争中最有力的
武器之一，并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互相声援配合，将台湾统治
的根本问题在公共场合提出讨论。与这个运动密切相关的一些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
如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籍此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当时
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民主思想的启蒙，有很大的助益。经
过 “治警事件”，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强化其对中国民族运动与日本社会运动的认知，
并且消除民众对殖民地警察的恐怖感和无力感，在凝聚台湾民众民族意识及团结上，

产生巨大影响，也为 1920 年代后半期激昂的农民斗争奠定了基础。
蔡培火强调: “台湾民族运动的思想要素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压制、榨取与

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民族向心力所

凝结而成的。”［90］“治警事件”是台湾民众在一个近乎市民社会雏形的社会背景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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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近代型民族抵抗运动。日本将殖民地台湾视为经济上的榨取区与军事上的南进
据点，台湾民众在被奴役和被榨取的过程中，基于对本身的不幸地位及对世界情势

的了解，激发了他们对殖民地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他们所使用的舆论斗争的武
器，主要来自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祖国反帝民族运动的思想方法以及日本大正民
主思潮的启蒙。台湾民众对祖国的眷念之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 “总督府”对
台湾民族运动人士进行政治迫害的反衬下，更见强韧，这种浓烈的汉族意识无疑使

台湾民众在对抗异族统治时，拥有强固的团体感。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是中国现代
史中反帝、反侵略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 “台湾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研究” ( 项目批准号: 16BH13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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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ivil Ceremony of Qiqiao Festival in Xihe County, Gansu Province, China. The dissemination of

official ceremonies has expanded the popularity and attention of Qiqiao Festival. But in some ways,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of Qiqiao Festival is inevitably misread, reconstructed, and even eliminated.

Based on Xihe Qiqiao Festival,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how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at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protected is deconstructed and strengthen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vil

and official ceremonie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opportunity provided by the social

reconciliation function of media in protecting and dissemin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92 A Research on the Obstacles between Journalism’s Academia and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 of
Resigned Media Elite’s New Jobs

·Cao Lin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ir ways of thinking, academia and media industry are divided and conflicted in

many aspects. This article counts the resignations of elite journalists in recent years, and finds that they

prefer public rela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academia. In view of this mobility bias, there are obstacles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is kind of obstacle deprives journalism education of a

smooth and healthy manpower supply-resources feeding mechanism. Academia should compete with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to attract media elites and offer a strong route for elites to transition from

industry to academia, thu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journalism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

105 Public Opinion’s Resistance during the Police Law Violation Incident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Wu Linlin

The Police Law Violation Incident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fully awaken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s

known as a milestone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is paper looks at public opinion’s resistance

in the event from a large number of first-hand history materials, new and old literatures. During the event,

Taiwanese nationalists’Chinese heritage and the brotherhood that formed across the Strait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in modern China’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aggression movement.

英文编辑 段铁铮


